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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專院校教師升等資格審查，原則上由學校辦理初審，教育部辦理複審，例外則由教育部授權學校辦理複審。升等資格審查項目通常包括研究、教學與服務
，但各校規定不一，屢生爭議，本文則建議應區別研究和教學兩類型審查基準，以使不同專長教師有同等的升等機會。大專教師升等資格審查不服之救濟管道為二元制，一為申訴，一為行政救濟，前者則存在欠缺正當法律程序與執行力不足之問題，而降低了疏散訟源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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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師之升等爭議在大學校園裡層出不窮，究其原因，大致與大學辦理教師升等資格審查之相關規範未臻合理、明確，各級審查人員法治素養不足造成升等處分之嚴重瑕疵所致，而國家與大學為保障教師權益，亦提供各類行政救濟程序，包括大學與教育行政主管當局內部行政之自省機制，亦包括大學與教育行政體系外部之國家司法保護。本文則擬逐一檢視大學教師之升等審查與行政救濟機制，並參照有關司法裁判，找出其間制度與其適用上常見之問題，以提供大學完善相關制度以落實大學自治之參考。
大學教師之升等審查制度
關於大學教師資格之認定，〈教師法〉第十條規定：「專科以上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由教育部定之」，〈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四條亦復規定：「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之聘任、升等均應辦理資格審查；其審查辦法由教育部定之。」教育部乃依法頒布有〈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其中第二十三條規定：「教師資格審定，由學校辦理初審及本部辦理複審」，明訂由學校自行辦理升等初審作業。該辦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學校初審作業，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並應就申請之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等成果辦理評審，其中專門著作（含學位論文）應送請校（院、系、所）外學者專家評審。經學校教評會通過者，報本部複審」，而關於教育部之複審，該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本部複審作業，規定如下：一、以學位或文憑送審者，其學經歷證件，依本條例、本辦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其學位認定有疑義或學校審查未落實者，得由本部再為審議決定
；必要時，本部得就其專門著作（含學位論文）為審查；二、以專門著作送審者，依所屬學術領域歸類後，由本部聘請各該領域之顧問推薦學者專家審查；三、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者，依所屬領域歸類後，由本部聘請各該領域具實務經驗之顧問推薦具實務經驗之教師或實務界具教師資格之專家審查」，第三十九條則規定：「本部得授權學校自行辦理教師資格部分或全部之複審；其授權基準、範圍、作業規定及教師證書年資核計方式，由本部公告之」。「前項經本部授權自行審查教師資格之學校，得自行訂定較本辦法更嚴格之審查程序及基準
」。
大體而言，大專教師之升等，有三種方式，一為學位或文憑送審，原則上只審查學經歷證件，必要時始審查申請人之專門著作；一為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等成果送審，其中專門著作之研究表現，則需送外審；再一則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取代前項中之專門著作送審。
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公布之〈司法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四六二號解釋
〉，即係針對教師升等資格之評審爭議，該解釋之原聲請人之學術研究專業外審皆已通過，並獲得極佳之評價，但最終於其所屬大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中以不記名投票遭到否決，案經聲請人申訴、訴願、再訴願至提起行政訴訟，均遭駁回，理由以教師升等審查為機關內部人事行政事項，並非行政處分，乃不得尋求救濟

。聲請人始終不服，乃最終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解釋。司法院大法官於該解釋中指出：「各大學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關於教師升等評審之權限，係屬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予公權力之行使，其對教師升等通過與否之決定，與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對教師升等資格所為之最後審定，於教師之資格等身分上之權益有重大影響，均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受評審之教師於依教師法或訴願法用盡行政救濟途徑後，仍有不服者，自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行政法院五十一年判字第三九八號判例，與上開解釋不符部分，應不再適用」，其再指出，「大學教師升等資格之審查，關係大學教師素質與大學教學、研究水準，並涉及人民工作權與職業資格之取得，除應有法律規定之依據外，主管機關所訂定之實施程序，尚須保證能對升等申請人專業學術能力及成就作成客觀可信、公平正確之評量，始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且教師升等資格評審程序既為維持學術研究與教學之品質所設，其決定之作成應基於客觀專業知識與學術成就之考量，此亦為憲法保障學術自由真諦之所在
。故各大學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本於專業評量之原則，應選任各該專業領域具有充分專業能力之學者專家先行審查，將其結果報請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教師評審委員會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度與正確性，否則即應尊重其判斷。受理此類事件之行政救濟機關及行政法院自得據以審查其是否遵守相關之程序，或其判斷、評量有無違法或顯然不當之情事。現行有關各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資格及升等評審程序之規定，應本此解釋意旨通盤檢討修正。」
該號解釋確認教師之行政救濟權，而關於升等資格之評審，該號解釋則指出升等資格評審程序係為維持學術研究與教學之品質所設，其決定之作成應基於客觀專業知識與學術成就之考量，各級教評會只能對於專業知識與學術成就兩項範圍予以審定，（李仁淼，2010: 19）除非「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度與正確性，否則即應尊重其判斷」，其理由書乃謂：「評審過程中必要時應予申請人以書面或口頭辯明之機會；由非相關專業人員所組成之委員會除就名額、年資、教學成果等因素予以斟酌外，不應對申請人專業學術能力以多數決作成決定」。直言之，學術審查僅唯專業外審，但學術審查結果是否為升等之唯一標準，則顯非如此，否則各校之各級教評會便無需設置而為升等申請教師之年資、教學成果等因素之審查矣。
在該號解釋通過，教育部則於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頒布〈因應大法官會議四六二號解釋文，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教師升等評審應注意事項〉，於第八點規定：「教評會辦理教師升等評審應兼顧教學、研究、服務，並訂定明確之評量依據、方式及基準」，復於第八點規定：「教評會對學術專業之評審，應尊重專家之意見，但因考量升等名額之限制，或因對教學、研究、服務成果、任教年資等做綜合之評量後，亦得以無記名投票方式做成決定。但對不同意升等之決定，應具體敘明其理由」，將教學與服務納入升等審查評量，並允許放寬至升等名額與任教年資，九十五年十一月修正〈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學校之升等初審作業，「應就申請者之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等成果辦理評審」，即於教學、服務之外，再新增輔導一項。於此，則無異於〈釋字第四六二號解釋〉所僅允之「專業知識與學術成就」專業審查之外，至少再增添教學、輔導、服務成果、任教年資等項審查項目，由於大法官解釋之法效力高於教育部之行政命令

，就此，乃有學者主張，教評會對於教師升等之評審權限，依此應受大幅限縮，即教評會除有正當理由外，應受專門著作審查結果之專業意見拘束，（蔡茂寅，1999: 118）亦有學者主張，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等之職稱，只不過為其職業資格與專業能力之評等，不必給予過多無關其專業知識以外之期待，如將教師升等納入與專業能力成就不相關之因素，例如是否熱心服務，乃屬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李惠宗，2004: 144-145）而再因〈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同意經教育部授權自行審查教師資格之學校，得自行訂定較該辦法更嚴格之審查程序及基準，在實務上，乃導致有權自審的學校，往往在教師升等審查上，較之教育部複審更為嚴苛之現象，舉例而言，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九年度訴字第三三零號判決〉所涉案情，即有教師因未符合〈義守大學醫學院教師升等研究成績審查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二款規定，於以義守大學醫學院職銜發表之論文篇數未達要求，而以基本條件不全為由，未獲升等之推薦。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升等條件之設定，屬大學自治事項，因而判決該案原告教師敗訴。再有教育部〈臺訴字第0970114946A號訴願決定書〉一案，〈中華大學教師升等辦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教師升等之評審內容包括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訴願人已通過專業外審，仍為中華大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教學、輔導二項成績排名落後為由，表決評定升等未通過，教育部訴願審議委員會認為中華大學校教評會「投票時審酌之範圍，依該校升等辦法第九條第四款，係包含『外審意見表』及研究、教學、服務、輔導成績等書面資料，制度上顯然可能以投票方式表達對學術能力所為之判斷，其無異得逕以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否定其學術外審成績，與釋字第四六二號解釋即不無扞格之處」，而判定訴願為有理由，撤銷該校否准訴願人升等之原處分。教育部訴願審議委員會於該案之立場，乃認為教評會將學術外審結果納入升等投票表決審酌之範圍，而未就學術外審結果與升等之否決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已逾越其權限；而縱使中華大學具有教育部授權複審之資格，得自訂較為嚴格之審查標準，訴願人升等申請之最近三學年綜合績效評鑑成績教學、服務及輔導計九項，有六項領先全院教師在百分之九十之前，仍遭否准，則顯示該校升等辦法未就研究、教學、服務及輔導訂定各項成績比例，其總評結果乃顯然缺乏客觀性。在該案中，教育部訴願審議委員會似乎主張升等審查仍應尊重學術外審之專業審查結果，不得任意以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加以否定，否則將與〈釋字第四六二號解釋〉有所扞格，但教育部訴願審議委員會亦未明示其態度。
    依本文之見，如〈釋字第四六二號解釋〉未經再解釋或推翻，僅以教育部之行政命令，即擅自擴大升等審查之項目範圍，更授權大學可以基於自治訂定更為嚴苛之送審標準，恐怕有牴觸大法官解釋之嫌，實欠妥當。大學希望通過升等或其他之考核，強邀大學教師投入教學、服務與輔導工作，乃人性之常情，可以理解，但也應當要考量到要擔當教學、服務與輔導工作，可能也是一種專業能力，未必需要要求每個教師投身於教學、服務與輔導，再加上研究的全能性工作。所以在現制下，較好的作法，可能是另行培養和鼓勵教學、服務與輔導各方面的教師，並將之與基於專業審查的研究人才分開考核，或者就教師升等資格之審查標準，區別為教學型教師和研究型教師兩類，於教學和研究或其他項目各有不同之配分比重，而由申請人就其自我定位而選擇適用之審查標準。
升等否准之救濟
大學於〈大學法〉之法律範圍內，享有自治權。〈教師法〉第十六條規定，教師接受聘任後，依有關法令及學校章則之規定，享有下列權利：「……五、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依法提出申訴」，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教師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向各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此之教師個人權益，則指教師個人基於身分所產生之主觀法益之總稱，包括薪俸、教學自主、休假、進修等權利及利益，（李惠宗，2004: 219）由此可知，申訴是〈教師法〉授權包括大學在內各級學校成立的教師權益行政救濟制度，是大學內部保護教師實體權利的訴訟制度。（李惠宗，2004: 215）〈大學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大學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教師解聘，停聘及其他決定不服之申訴；其組成方式及運作等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申訴評議委員會之裁決，不影響當事人提起司法爭訟之權利。」教師申訴之標的乃不限於行政處分也不限於公法行為。大學校評會關於教師升等之評審，係〈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與〈大學法〉對於大學的公權力委託，否決教師升等申請的決定，則為一行政處分，不服決定的教師，自然可以尋求行政救濟，用以改變大學的決定，以維護個人的權益。

關於申訴與再申訴的性質，教師之權利救濟方法與一般公務人員、軍人或學生不同，就其受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處分或措施，乃具有救濟途徑或程序選擇權，此可證諸〈教師法〉第三十三條之規定：「教師不願申訴或不服申訴、再申訴決定者，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故而申訴並非強制性之訴願前必先踐行程序。

教師之權利救濟方法與一般公務人員、軍人或學生不同，就其受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處分或措施，具有救濟途徑或程序選擇權，應屬於訴願前之任意性程序，得於訴願前先提起。亦得先申訴再提起訴願。（李震山，2005: 468）
實務上如〈行政法院八十六年度判字第三三零一號判決〉亦認為其係與訴願平行而具有代替訴願之作用，許當事人自由擇一適用，因而不宜將其界定為訴願的先行程序。而若教師欲對於學校對之所為之措施主張救濟者，須視該措施之性質而定，基本上不論其措施為何，均得對之提起申訴與再申訴，以為校園自治內省之機制。如措施屬於私法關係者，進一步僅得提起民事訴訟；如措施屬於行政處分，則得進一步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而因〈訴願法〉第七十七條亦無經申訴與再申訴之訴願案件應予以不受理之規定，除非其已屬相當於訴願程序。故而可由當事人教師選擇提起訴願或逕行提起行政訴訟。
教師申訴制度分申訴與再申訴二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分級，乃規定於〈教師法〉第三十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分級如下：一、專科以上學校分學校及中央兩級」，第三十一條規定：「教師申訴之程序分申訴及再申訴二級。教師不服申訴決定者，得提起再申訴。學校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不服申訴決定者
，亦同」，〈教師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一條第三項；「學校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不服申訴決定者亦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十條規定：「原措施之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不服申訴評議決定，得提起再申訴者，其再申訴之管轄，準用前條規定。」申訴的制度架構來自法律的規定，與其為公立大學或私立大學無關。〈教師法〉明定學校及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不能申訴，但仍對於校申評會之申評決定享有向教育部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再申訴的權利。最高行政法院裁定〈九十五年裁字第零二九一五號〉道：「查教師法……同時賦予教師、學校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不服申訴決定時，有提起再申訴之權利，以確保其權益。至對再申訴之決定，如有不服，依教師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僅以教師為限，始得對該再申訴決定，謀求法律救濟，顯然有意排除學校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適用」，最高行政法院裁定〈九十九年度裁字第一五一號〉亦道：「至對再申訴之決定，如有不服，依教師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僅以教師為限，始得對該再申訴決定，謀求法律救濟」，顯然有意排除學校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於再申訴之抗辯。
訴願與訴訟相對於申訴，具有優先性，〈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十六條規定：「提起申訴之教師就申訴案件或相牽連之事件，同時或先後另行提起訴願、行政訴訟、民事或刑事訴訟者，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評會。申評會依前項通知或依職權知有前項情形時，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
；俟停止原因消滅後經其書面請求繼續評議。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決定，以其他訴願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申評會得在其他訴願或訴訟終結前，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俟停止原因消滅後繼續評議。」
〈教師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申評會委員會議之評議決定，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為之，其評議經過及個別委員意見應對外嚴守秘密」。申評會議係以不公開舉行為原則，所不公開，係指對外不公開而應保守祕密之謂，至於議事程序，另應遵守「對人祕密，對事公開」原則，故申訴案之決定准駁，不得以祕密投票為之，（李惠宗，2004: 221）
　　不服再申訴之決定，究應如何進行後續之救濟，〈教師法〉並無進一步之規定。不服再申訴，應可認為仍可由其選擇提起訴願或逕行提起行政訴訟。

昔法務部〈八三法律字第三二五八號解釋〉嘗謂：「申評會並非法定之機關，僅屬有諮商性質之任務編組，其所做成之評議書，尚須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執行，並通知關係人及學校始有行政上之拘束力，故其所作成之決議，應無強制性

」，今〈教師法〉第三十二條則規定：「評議決定確定後，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依評議決定執行，主管機關並應依法監督其確實執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三十二條亦重述同樣文字與意旨，申訴與再申訴之效力，乃具有執行力與對於機關及學校拘束力。儘管如此，申訴評議決定受到學校各級教評會杯葛的情形仍不少見。前引法務部之見解，則經常為抗拒者引為論據
。若謂申評會非法定機關，僅為任務編組，其情形教評會亦然，只是對於教師之等級有所限制，教評會之決定可以學校名義作成處分，申評會之決定亦以學校名義作成，兩者並無差異。換言之，教評會僅能依申訴評議決定之意旨重為處分，其若不服，只惟作成決議後，以學校名義提起再申訴。
有論者以訴願及公務人員申訴制度與教師申訴相比較，認教師申訴評議決定並無法定強制效力，因而導致主管教育機關督促其執行之難題。（梁學政，2008: 145-146）蓋〈訴願法〉第九十六條規定：「原行政處分經撤銷後，原行政處分機關須重為處分者，應依訴願決定意旨為之，並將處理情形以書面告知受理訴願機關」；〈公務人員保障法〉第九十一條規定：「保訓會所為保障事件之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力；其經保訓會作成調處書者，亦同」。「原處分機關應於復審決定確定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將處理情形回復保訓會。必要時得予延長，但不得超過二個月，並通知復審人及保訓會」。「服務機關應於收受再申訴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將處理情形回復保訓會。必要時得予延長，但不得超過二個月，並通知再申訴人及保訓會」。「再申訴事件經調處成立者，服務機關應於收受調處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將處理情形回復保訓會」；第九十二條規定：「原處分機關、服務機關於前條規定期限內未處理者，保訓會應檢具證據將違失人員移送監察院依法處理。但違失人員為薦任第九職等以下人員，由保訓會通知原處分機關或服務機關之上級機關依法處理」。「前項違失人員如為民意機關首長，由保訓會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布違失事實」。「前項罰鍰，經通知限期繳納，逾期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訴願決定係由原處分機關之上級機關為之，公務人員申訴則由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為之，其皆由原處分機關之外部機關作成，〈公務人員保障法〉並明訂其申訴評議決定有拘束力，而其對於未執行評議決定之原處分機關人員，更明文規定應予懲戒，這恐怕才是實際上於申訴評議決定之拘束力最為有效的保證。事實上，教育部對於未執行申訴或再申訴評議決定之大學原處分機關，並非毫無督促之能力，教評會委員皆為教師，對於惡意違法的委員，各校皆有其人事與服務相關規章可以處理，況且，教育部尚有一最有力的武器，其即經費之補助。必要時，教育部乃可以借諸扣減對大學補助之金額而對大學進行施壓。 
關於申訴評議決定之效力，實務上最受困擾者，即教評會雖然被要求撤銷原有的評審決定，卻經常會在評議決定效力確定前，再重新啟動審查程序，而可能又以不同之理由維持原先否決的決定，如此則極易在行政流程上形成來回反覆不定之循環，而造成行政資源的浪費。關於此一問題，儘管申評會不能代替教評會進行實質的審查，但也實不應放任教評會做成與原先結果相同的決定。吾人可參考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之意旨，保障申訴人因申訴而獲得救濟之權利或利益，或基於效能之原則，要求尊重申訴評議之結果，倘若申評會指摘於教評會者，乃其事實認定上之失誤，因教評會關於事實之審查與認定已經完成，則應單純就申評會糾正之事實部份進行改正，或將之排除於心證之範圍，而在餘下之事實基礎上進行評審；而倘若申評會之指摘乃為教評會適用法律規章之見解有違誤時，教評會如果不服，則應以學校名義，向中央申評會提起再申訴，否則即應受申訴評議法規見解之拘束，並依該一法理論據重開審查之程序。教育部應依此修正〈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俾便各校制定內規時，有法例可循。
大學内部自省之機制，除申訴與再申訴外，亦有學校針對升等審查設計申覆制，申覆制是向教評會請求檢查審查過程的救濟程序，或作為申訴之先行程序，或與申訴並行不悖，純屬大學自治之領域。但在大學內部救濟制度的建構上，則應當留意，這些多重救濟程序的設計與選擇，目的都是為了保障教師之權益，如果制度設計的結果，反而造成過多的訴願先行程序，則將反而成為當事人權益實現的程序性障礙。
關於申訴制度，有學者主張可朝兩大方向發展：一將申訴制度作為訴願之先行程序，即任何爭議須先經申訴、再申訴之評議，當事人如有不服，始可提起訴願及訴訟，如此以減少訟源；二、在申訴制度上所為之決定，只要雙方同意，則與訴訟判決有同一之功能，而可發揮同樣的拘束力、執行力。（謝瑞智，1996: 509-510）目前申訴係作為訴願之平行制度，如果申訴之評議品質不佳，則最後必然仍要依賴行政訴訟來定紛止爭。依本文之見，教評與申評的根本問題乃皆出在評議欠缺正當法律程序，委員欠缺法學基本素養，因而改革的重點，應在於提升教評與申評的法律專業能力和公信力，在前者應有大學內法制人員提供程序上的諮詢，在後者，則可規定成員中法律學者與校外社會公正人士之最低比例。至於申訴上之和解，則應先落實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下之評議程序設計，容許申訴人與被申訴人進行言詞辯論，始有合意之可能。但根本之道，在於落實申訴評議決定之拘束力，自然具備訴訟判決之同一功能，如是，則申訴上之和解方有其意義。
公私立學校教師在救濟程序適用上的可能差異
最後談公私立大學教師在適用權利救濟程序上的可能差異。

我國教師依〈教師法〉之規定，無分公私立學校或各級學校，皆以聘約任用。大學亦然。大學有公私立大學之分，大學教師與學校之法律關係，〈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公立大學教師之聘期，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每次均為兩年。另依該條例第三十八條規定：「學校在聘約有效期間內，除教師違反聘約或因重大事故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外，不得解聘。教師在聘約有效期間內，非有正當事由不得辭聘。」第四十一條規定：「私立學校校長、教師之任用資格及其審查程序，準用本條例之規定」，故而私立大學亦比照辦理。

大學教師與學校間之法律關係為何，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一日前之〈行政訴訟法〉規定之行政訴訟程序標的，僅限行政處分，因而採聘約任用之大學教師，其與學校間之法律關係，如有爭執，最終並無法循行政訴訟程序加以救濟，而只能循民事訴訟解決，乃有學者稱之為偽裝之民事訴訟。惟自行政訴訟新制擴大審判權及除法有特別規定以外之公法上爭議（〈行政訴訟法〉第二條），訴訟種類亦及於一般給付之訴，且訴之原因包括公法契約所引起者（〈行政訴訟法〉第八條第一項），司法實務上，始有可能認其屬於公法契約者。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一年訴字第四九七號判決〉，以公立學校教師之等級、授課科目與時數等法律關係之重要內容，多需經學校與教師雙方意思表示合致，並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例〉對中等以上教師之聘用使用「聘約」一詞，並以違反聘約作為解聘之原因，故公立學校聘用教師之法律性質，應認為屬於公法上之契約關係，從而有關公立學校與教師之間法律關係之爭執，包括聘用、升等、解聘等，應以公法上之契約關係之法理解決。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四年度裁字第零一六七一號裁定〉則謂：私立學校聘任教師只是提供專業知識之勞務工作，私立學校教師與學校間屬於一種對等契約，其與學校所訂定的契約應屬私法契約。至私立學校雖受國家委託行使公權力，惟該項委託關係僅存在於行政機關與私立學校之間，私立學校之教師並非受託人，就此而論，公立大學與其教師之關係為公法上之委任契約關係，私立大學教師與任教學校之法律關係則屬於私法上之委任契約關係。但學者亦有認為各級學校如屬於執行國家公權力之機關，教育內容屬於公權力之給付，則私校仍屬於代替性學校（Ersatzschule），基於公權力受託人（Beliehene）之制度，教師與學校之關係，仍應認係私人間締結之公法契約。（蔡志方，2007: 411-412）以大學而言，大學教師本身並不承擔國家教育內容，在私立大學，可認為其教師與學校之法律關係屬於私法上之僱傭契約關係，只是國家法律對於私立大學教師之權益提供了諸多保障，公立大學教師，則屬於教育人員，為特殊之公務員。（周志宏，1989: 292-293）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六年裁字第零一八一六號裁定〉對此即清楚界分，裁定書中寫道：教師與學校間基於聘用契約所形成之法律關係，為契約關係，該學校如為公立學校，該契約為公法關係，該學校如為私立學校，該契約則為私法關係」，又道：「即使法令賦予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學校使該等契約關係之發生、變更或消滅之行為有一定之監督權限，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該權限所作為之行政行為為行政處分，仍不影響學校與教師間原有契約關係之性質
。例如本件涉及之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就學校報請對教師之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核准，其有使學校得對教師為解聘、停聘或不續聘行為之效果，性質上為形成私法效果之行政處分，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教師固可對該核准處分提起行政爭訟，然對於學校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行為是否合法有效之爭議，仍應視該學校為公立或私立學校而定其為公法爭議或私法爭議，而分別循行政訴訟或民事訴訟途徑尋求救濟」，在此即意味著學校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教師行為之救濟程序，在申訴或再申訴程序終了，此後公立學校則循訴願與行政訴訟解決，私立學校則交由普通法院民事庭審理。學者有認為〈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八條規定教師之解聘，需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核准，此舉於私立大學，則有影響大學人事決定自主權之情形，（周志宏，2010）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訴字第一二六八號裁定〉則認為教育部立於中央教育主管機關之地位，依法對於教師權益事項有監督權，則其所屬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所為之評議決定，私立學校有服從之義務，不得對之爭訟。
    而在大學之升等審查，則尚常見拖延時程之情形，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六年度訴字零四二五五號判決〉稱〈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辦法〉關於四個月法定審查期間之規定，為訓示規定。若此之情形，若於教師個人權益有所侵害者，於私立大學為民事不作為所致之侵權行為，應循民事訴訟程序請求損害賠償，但若為公立大學行政流程之延誤對於其教師所造成之損害，則可請求國家賠償，此則為公私立大學處理程序上之分野，雖於實際之損害賠償並無實質上的重大區別

。
代結語
大學教師升等爭議多出在學術專門著作之專業審查，〈釋字第四二六號解釋〉對於升等之審查項目，係強調以研究成果為中心，惟之後教育部所頒布之相關行政命令，乃不斷加重研究以外如教學、服務、輔導，甚或年資等等比重，此於〈釋字第四二六號解釋〉之精神乃日漸日遠，甚至於所謂自審之大學，採取之標準和採樣之範圍乃更重於一般大學，本文乃注意及該一問題，而不免憂慮其情形，是否會導致大學教師升等問題之走火入魔，只見秋毫而不見輿薪；而自升等爭議，則轉而論及不服升等遭否准後之法律救濟問題。本文雖未以累牘大篇介述其內部與外部救濟之狀態，但亦已點出，自行政訴訟新制實施以降，以往偽裝於民事訴訟中之公立大學教師聘約關係訟爭，劃歸行政救濟程序處理，至於私立大學教師之聘約，除涉及〈教師法〉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等公法關於其大學教師身份之特別保障外，則屬於一般民事僱傭契約，關於其訟爭，則由普通法院民事庭審理，但在大學之內部自省機制中，因申訴制度與教育部之再申訴制度相銜接，則要視其處理事務之性質，才能判斷究竟與其平行之司法程序，應適用公法程序抑或私法程序。基於〈憲法〉與〈大學法〉對於學術自由以大學自治之制度性保障，大學內部關於升等之專業審查，或是自省機制之申覆與申訴，基本上，司法皆應對其決定予以尊重，而僅為合法性之審查，即僅審查其程序是否遵守〈教師法〉與〈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之相關規定，至大學教師之權益，則亦需注意其身分關係，而適用相應的救濟途徑。總之，當代大學面臨新的變革，有關的法律與制度思維亦應隨我國行政法制的不斷完善而推陳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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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lifying for lecturing in university in the first stage is the power of university autonomy, but the power of the second stage of qualifying belongs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unles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ransfers that power to university. The items for qualifying are research, teaching and public service, but every university has its own requirements. To avoid recurring conflicts, this article suggests to establish separate criterias of research and teaching for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expertise in applying for promotion. There are dual litigate approaches for appeal for loser of qualifying. One is complaint, the other is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The complaint approach is lack of due process of law and executive power, so it can not reduce the quantity of administrative law suits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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